	收入本书的十三篇论文（含“代序”）全部来自我的博士论文之一、二、四章，以及一个“附论”。这些文章先前都曾在《戏剧艺术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、《近代史研究》上发表过。收入本集时，除订正了一些引文的错误以外，未做其它改动。博士论文题目是《演剧职业化运动：构建成熟的中国现代市民戏剧》，2006年获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提名。未刊部分还将陆续发表、出版。 
　　我的博士论文写了八十多万字，但答辩时只用了两章。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大，我相信读者看过本书后就明白了——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，里边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。我始终认为，它包含着百年中国话剧起伏跌宕的全部奥秘。当然，做这么个大题目是很费劲的。为了它，我酝酿、准备了20年。论文虽然是我在读博期间最后完成的，但材料积累和思考过程20年前就开始了。最初的想法是在读硕期间产生的。由于材料和能力的局限，我把硕士论文的选题集中到了一个点上，试图通过剖析一个代表性作家跟演剧体制、舞台艺术及美学传统的有机联系，探索中国话剧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。论文后来以《曹禺：历史的突进与回旋》为名出版（1993），至今已经在读者的书架上挺立了十几个年头，是话剧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著述之一。该书曾得到朱栋霖、袁国兴、陈坚、丁涛、田本相、钱理群、刘勇、王兆胜等著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，被认为是“一部出色地运用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结合研究曹禺戏剧的专著……是近几年来现代戏剧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”，“特别值得注意”。[1]其实，我知道书中存在不少错误和疏漏，受论域的限制，许多思想也无法展开，同行的好评只能当作鼓励来看。但是，从这本书被认可的程度上，我感到最初那个宏观命题具有良好的学术前景。于是，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“演剧职业化”运动的材料，并思考一些问题，到我1999年进南京大学读博之前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文字、图像和采访资料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想轮廓。否则，我根本不可能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，做成这么大的一个课题。我坚信，它为话剧研究打开了一条全新的理论通道，定会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，尽管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。 
　　本书的十三篇论文，核心概念只有两个：一是“演剧职业化”运动、二是“中国现代市民戏剧”。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和展开方式，是后者构建自我的实践过程，后者则是前者的本质，是其价值基础和生命源泉。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理论价值的话，我认为首先在于它以充分的史料，阐明了中国话剧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基础问题。这不但是解决中国话剧研究中诸多学术难题的一个理论基点，而且是当代话剧谋生存求发展的大前提。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其次，本书全面研究了中国现代市民戏剧的舞台艺术形态及其构建过程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明了话剧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。第三是全面考察了国民党的话剧政策，及其对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危害。它是一面很好的镜子，从中不难看出，我们今天的许多错误其实国民党早在六七十年前就犯过了。这些内容都是前人从未研究过的。 
　　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如此重大的历史现象，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，长期被学术界所忽略？我的解释是，因为当代中国的文艺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，骨子里至今未变（尽管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），人们的思想不免会受其限制而形成一定的学术盲点。而演剧职业化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，它的许多做法，都跟现行文艺体制格格不入，甚至是有威胁的，所以有关问题才会被长期遮蔽起来，难得一见天日。这种学术局限，说到底是由社会造成的。 
　　应该感谢这个正在蜕变中的时代，它让我意识到演剧职业化的意义，并讲了一番极其平常的道理。我坚信，这些道理将会被以后文艺体制改革和话剧艺术的重建所证实。 
　　适逢话剧百年华诞，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中国话剧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！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7月26日，南京大学


　　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 
　　[1] 朱栋霖、张鹰：《中国现代话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，徐瑞岳主编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7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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